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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饲料粮供给安全的路径何在保障饲料粮供给安全的路径何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丽霞杨丽霞 摄摄

大食物观下中国饲料粮供给安全问题研究大食物观下中国饲料粮供给安全问题研究（（上上））

保障饲料粮供给安全是大食物观下保障肉蛋奶等畜产品供给安全的基础和条件，

是树立大食物观的应有之意。近年中国饲料粮供给安全面临突出问题，供给不足日益

凸显，饲料粮价格攀升推动畜产品生产成本大幅高涨。更重要的是，粮饲结构不合理

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持续深化，口粮以外重要食物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对外依赖度不

断上升、外循环风险不平衡等问题也在凸显。

关于饲料粮，需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用作饲料的粮食，另一个是饲料用途的粮

食，前者指特定时间所有实际被用作饲料的粮食，后者指主要用途为饲料的粮食品

种。对饲料粮口径进行辨析有利于厘清粮饲关系及其对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的影响。本文所研究的饲料粮指后者，即饲料用途的粮食，具体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用

途以饲用为主的粮食作物，主要是玉米、高粱、燕麦等，也包括青贮专用的小麦和稻谷

等；二是副产品主要用作饲料且副产品量占产品总量的比重高的粮食作物，如大豆、大

麦等。总体来看，当前中国饲料粮供需形势呈现以下特征。

□刘长全 韩磊 李婷婷
王术坤 罗千峰

一、饲料粮需求因畜产品需求增长
和需求结构转变持续增长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结
构转型升级，畜产品需求持续增长，畜
产品消费结构也趋于变化。以总产量
加净进口的表观消费量来衡量，2000—
2021年，中国各类畜产品消费量都有较
明显的增长。

中国的畜产品需求增长伴随着畜
产品消费向能量转化效率更低的结构
转变，两者共同带动饲料粮需求增长。
2000—2021 年，中国饲料加工总量从
3741万吨快速增长到 31697万吨，增幅
高达 747.3%，年均增长 10.7%。与此同
时，主要粮食作物的饲用数量也都有较
大增长。根据 FAO 数据，2000—2019
年，中国玉米饲用数量从8900万吨增长
到 19549万吨，增幅达到 119.7%；高粱
饲用数量从 145万吨增长到 176万吨，
增长21.4%；大豆直接饲用数量从200.9
万吨增长到 346.7万吨，增长了 72.6%；
大麦直接饲用数量较小，从 9.6万吨增
长到22.5万吨，增长134.4%。从饲用数
量占各品种当年消费总量的比重来看，
玉米为 70%左右、燕麦为 60%以上、高
粱为 40%以上。大豆、大麦直接饲用部
分的用于饲料，甚至饲用副产品价格对
加工具有主导作用。其中，大豆加工数
量从1588万吨增长到8630.8万吨，增长
了 443.5%；加工用途的大豆占比从
64.6%上升到89.3%，增长了24.7个百分
点。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畜产品需求
及其结构仍将继续增长和变化，并推动
饲料粮需求增长。基于 FAO食物平衡
表，笔者计算了动物源热量和动物源蛋
白在各国膳食热量和膳食蛋白摄入总
量中的占比（以下简称“动物源膳食热
量占比”和“动物源膳食蛋白占比”）。
从结果来看，随着收入增长，动物源营
养的占比都呈现一个上升并在达到一
定水平后趋于稳定的变化过程。目前，
中国动物源膳食热量占比略高于韩国，
仍低于日本，明显低于美国和欧盟；动
物源膳食蛋白占比不仅低于美国、欧
盟，也大幅低于日本和韩国。以与中国
饮食传统相近的日本和韩国的有关变
化趋势为参照，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
的动物源膳食热量占比进一步大幅增
长的可能性较小，但动物源膳食蛋白占
比必然还要有较大增长。这个变化趋
势意味着：在城乡居民动物产品消费
中，高热量、低蛋白的猪肉的消费量将
进一步下降，低热量、高蛋白的牛羊肉、
奶和水产品的消费量将大幅增长。这
个消费结构变化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
推动饲料粮需求增长：一是导致人均畜
产品消费总量增长，二是推动畜牧养殖
向能量转化效率更低的结构转变。中
国动物源营养占比的变化与欧盟、美
国、日本、韩国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在相
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上实现快速上升，这
反映了中国畜牧业发展的成就，特别是
反映了在资源约束下走以能量转化效
率更高的生猪为主的畜牧业发展路径
的有效性。但是，这个发展路径必然将
因畜产品需求结构变化而调整，能量转
化效率更低的畜产品占比显著增长，单
位畜产品的饲料粮需求量也相应增长。

二、饲料粮国内供给长期不足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生产是以粮食

产量为核心，甚至存在片面追求粮食增
产的导向，构建了以增产为导向的农业
支持政策体系。但是，随着食物消费结

构升级，谷物直接消费需求不断下降，
以肉类为主的畜产品消费需求如前所
述不断增加。由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滞后于（甚至有悖于）农产品消费需求
结构转变，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存在错
配并导致饲料粮国内供给长期不足。

1、能量饲料与蛋白饲料播种面积
占比偏低。

能量饲料粮播种面积在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中的占比（以下简称“能量饲
料粮播种面积占比”）与中国的动物源
膳食热量占比自 2013年开始出现差距
并持续扩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居民食物消费
调查数据，2020年全国城乡居民平均的
动物源膳食热量占比为20.8%。玉米作
为最主要的能量饲料粮，2020年的播种
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4.6%。根
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测算数据，2020年
玉米饲用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 67.9%，
按此比例折算，饲用玉米播种面积占中
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16.7%。这一比
例与城乡居民膳食消费的动物源膳食
热量占比相比低了4.1个百分点。由于
进口玉米以转基因玉米为主，更多用作
饲料，所以按饲用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
比重折算将高估国产玉米中饲用消费
的比重，相应地，也将高估饲用玉米播
种面积占中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
重、低估其与动物源膳食热量占比的差
距。当然，由于玉米净进口量占总消费
量的比重较低，这个偏误较小。综合考
虑玉米、大麦、高粱三种作物的能量饲
料粮播种面积占比仅略高于玉米播种
面积占比，而且近年随着大麦、高粱等
作物播种面积占比下降，两者差距进一
步缩小。综合来看，2020年中国能量饲
料粮播种面积占比与全国城乡居民动
物源膳食热量占比仍有约4.0个百分点
的差距，相当于动物源膳食热量占比的
19.2%。

蛋白饲料播种面积占比与蛋白饲
料需求之间在1990年初就有较大差距，
之后又持续扩大。2020年，全国城乡居
民的动物源膳食蛋白占比为 48.3%，当
年蛋白饲料粮（大豆）播种面积占比仅
5.9%，两者相差 42.4个百分点，差距相
当于动物源膳食蛋白占比的87.8%。由
于国产大豆主要是直接食用，经榨油后
以豆粕形式作为饲料的比重很低，因此
两者之间的实际差距更大。

需要指出的是：饲料粮供需之间长
期有较大差距，尤其是蛋白饲料，但饲
料粮供给不足问题近年才引起关注，一
个重要原因是养殖模式变化及其对饲
料需求结构的影响。近年来，畜禽养殖
业的规模化发展不断加快，并导致畜禽
养殖饲料投入的重要变化：一方面，随
着家庭分散养殖退出，原本大量用于养
殖的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和农户厨余废
弃物无法再被用于畜禽养殖；另一方
面，工业饲料需求快速增长带动对标准
化、商品化饲料粮的需求。

2、饲料粮价格快速攀升。
饲料粮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表现

是供需失衡导致饲料粮价格快速攀
升。其中，玉米供需关系已迅速从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之前的过剩转变为现在
的短缺状态，近年的供需缺口和进口压
力加大。玉米价格自 2017年初至 2019
年末一直缓慢上升，2020年以来更是大
幅升高。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玉
米集贸市场批发价格自 2017年 3月之
后就不断回升，2020年初以来开始快速
提高，2021年 6月超过 3.0元/千克。根
据行情宝网站的市场监测数据，2021年
部分地区玉米价格最高时超过3.3元/千
克。豆粕价格自 2020年中开始也经历

了大幅增长，2021年2月升到3.95元/千
克，这是此前近 7年的最高价格，2022
年 3月底进一步攀升至 4.9元/千克，一
些地方甚至高达 5.3元/千克。可以说，
2020年以来，饲料粮供给不足和价格攀
升问题日趋突出。

3、依赖饲料粮政策性储备弥补供
需缺口。

在饲料粮供需矛盾驱动下，饲料粮
政策性储备快速释放。2015年国家取
消玉米临时储备制度，2015—2017年，
库存临储玉米的交易量依然很低，三年
合计仅有 2299.5万吨；与计划交易数量
相比的成交率也较低，临储玉米交易量
占玉米表观消费量的比重仅为 1.7%—
3.8%。

2018 年，临储玉米交易量暴涨到
9982.3万吨，占表观消费量的比重增至
38.3%。虽然2018年临储玉米交易的成
交均价是近年最低，但也仅略低于2017
年，说明临储玉米交易量大幅增长并没
有导致玉米供求关系显著失衡，同时也
意味着没有临储玉米的补充，玉米供给
是显著不足的。2019年，临储玉米交易
量降至2191.0万吨，成交均价与2018年
相比大幅提高 35.1%。2020年，随着玉
米国际市场供给紧张和国内外价格大
幅攀升，临储玉米交易量又大幅升至
5694.8万吨，成交率甚至高达94.8%；相
较于往年的低成交率，临储玉米交易呈
现出“抢购”特征，突出反映了供需关系
偏紧的市场预期。同时，临储玉米交易
价格继续攀升，与2019年相比进一步提
高14.5%。大幅增长的临储玉米交易在
弥补供给缺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玉米临储政策已经取消，临
储玉米交易量大幅增长就意味着临储
玉米库存量的大幅减少，实际上目前临
储玉米库存已基本消耗殆尽，不具备继
续大幅补充饲料粮供给的能力。

三、饲料粮进口快速增长并成为供
给的重要来源

国内饲料粮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
结果是饲料粮进口快速增长。在能量
饲料方面，玉米在2010年首次从净出口
转变为净进口；受国内玉米供给不足和
价格高涨的影响，玉米总进口量2020年
增至807.9万吨，比720万吨的进口关税
配额总量高了 12.2%，2021年更是暴增
至2835.3万吨，同比增长250.9%。作为
替代玉米的能量饲用粮（下文简称“玉
米替代饲料粮”），大麦、燕麦和高粱进
口量也大幅攀升，尤其在 2015年之前。
2015年，大麦、燕麦和高粱三种产品总
进口量达到 2158.6万吨，是 2010年的
8.8倍。玉米临储制度导致玉米价格偏
高，并大量进入库存，饲料粮需求只能
靠进口这些替代产品来满足。2015年
之后，随着国家取消玉米临储制度、玉
米去库存以及“粮改饲”等系列改革的
推进，三种玉米替代饲料粮的进口量有
所回落。但是，2020年随着饲料粮供给
不足问题进一步凸显，三种产品进口量
又增至 1312.6 万吨，同比增长 87.5%；
2021年进一步增至2223.1万吨，同比增
长 69.4%。在蛋白饲料方面，豆粕是主
要的蛋白饲料，是大豆榨油的副产品，
豆粕饲用需求也是驱动大豆进口的主
要因素。大豆进口自 21世纪初就持续
快速增长，2020年首次突破亿吨，达到
10032.7万吨，2021年稍有回落，但仍高
达9651.8万吨。

就饲料粮各品种净进口量占表观
需求量的比重来看，2019年玉米仅为
1.8%，虽然是近年的高点，但是仍低于
2012年的 2.1%。近十年，大麦、高粱供
给对进口的依赖度有较快上升，大麦净

进口占总需求量的比重从2007年最低时
的22.2%快速增长到2015年的87.6%后，
保持在80%以上；高粱在2012年从有少
量净出口转变为净进口，净进口占总需求
量的比重在2015年就升至82.3%，之后有
所回落，但仍超过50%。大豆净进口占总
需求的比重自2000年开始就稳步上升，
从40%增长到目前的接近80%。

在消费结构上，大麦和高粱在能量
饲料粮消费中的占比依然有限，玉米仍
是能量饲料的主体；国产大豆主要直接
食用，用作饲料粮的比重较低。总体来
说，能量饲料粮供给整体上仍以国内为
主，饲用蛋白原料供给主要依赖进口，
进口依存度超过80%。

四、粮饲结构错配与饲料粮短缺因
口粮自给率认识误区持续深化

饲料粮短缺伴随着口粮供给过剩，
两者并存呈常态化。根据国家粮油信息
中心测算的供需平衡表数据，2019—
2021年，中国稻谷累计结余 3849万吨，
小麦结余 1799万吨。同时，稻谷、小麦
口粮性质的食用消费量在各自总产量、
总消费量中的占比明显下降，而口粮转
为饲用的量以及口粮品种饲用比例都明
显升高。2010—2021年，中国稻谷、小麦
饲用总量从2600万吨增至7150万吨，增
长了175.0%，饲用量占食用、饲用、工业
转化总量的比重从 9.0%升至 20.4%。
2021年，小麦饲用量高达 3800万吨，比
上年增长了2250万吨，如果没有饲用量
的增长，当年小麦将结余 1911万吨，结
余量将比上年增加304万吨。

口粮过剩与饲料粮短缺的原因是
片面追求粮食增产的农业生产结构与
不断升级的食物需求结构之间存在错
配，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滞后于保障大食
物安全的需要。在既有粮食安全与农
产品供给安全目标导向下，口粮安全形
势判断关系到农业资源配置和农业结
构调整的政策选择，而按不同口径测算
的口粮自给率存在较大差异，并影响对
口粮安全形势的判断。目前围绕“口粮
绝对安全”所保障的口粮需求量不是

“口粮”实际所指的口粮品种的食用消
费量，而是口粮品种的总消费量，后者
既包括食用消费量，也包括饲用消费等
其他用途的消费量。随着食物消费结
构升级和用途转变，后者可能继续增
长，而前者则绝对下降。按总消费量与
食用消费量区分，存在两个有明显差异
的自给率，分别是国内产量与口粮品种
总消费量之比（以下简称“口粮品种总
消费自给率”）和国内产量与口粮品种
食用消费量之比（以下简称“口粮品种
食用消费自给率”）。2020/2021年度中

国稻谷和小麦按品种总消费量计算的
自给率分别为 100.7%和 90.6%，稻谷处
于紧平衡状态，小麦则存在较大产需缺
口。但是，同期两个品种直接的食用消
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比重分别仅有74.8%
和 68.8%，按食用消费量计算的自给率
分别高达 133.7%和 145.4%，都存在明
显的过度保障问题。

口粮自给率口径认识误区将导致
对口粮安全形势的错判以及资源错配
问题的延续与深化。如果政策导向依
据错误口径的口粮自给率，将会通过食
用消费与饲用消费之间的转化，在口粮
品种总消费的供需紧张关系与饲料粮
供需紧张关系之间形成相互传导的机
制，进而导致资源错配问题的延续和深
化，陷入政策目标失焦引起的问题循环
和累积。忽视口粮转饲用变化的口粮
品种总消费自给率掩盖了口粮过剩、饲
料粮短缺的问题本质。结构问题的循
环累积也将导致多重不利影响：市场层
面自发调整以应对粮饲供需失衡，口粮
作物转饲用的比例不断上升，效率损失
也不断增加；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导致农
产品供给总体对外依赖度偏高并不断
上升；口粮价格与饲料粮价格偏高；维
持当前供给结构的财政负担和政策成
本不断上升；生产结构与生产潜力、水
土资源承载力偏离，并导致资源环境压
力增大。

五、饲料粮生产同时面临资源潜力
利用不足与空间错配

1、饲料粮生产潜力开发水平较低。
中国除了水稻总体上已面临潜力

过度开发问题，其他主要粮食作物的实
际单产普遍低于单产潜力，饲料粮作物
实际单产与单产潜力的差距更大。具
体来说，玉米实际单产与单产潜力之比
（以下简称“潜力开发系数”）平均仅有
0.69，大豆只有 0.58，但是，水稻生产在
多数地区存在潜力过度开发问题，潜力
开发系数平均达到 1.15，小麦平均也达
到 0.77。同一种作物在不同地区的潜
力开发水平有较大差异。就玉米来说，
其潜力开发系数在潜力开发水平最高
的 20%的县平均达到 0.91，而在最低的
20%的县平均仅0.57。大豆潜力开发系
数在最低的 20%的县平均仅 0.48，在最
高的 20%的县平均为 0.75。分组后，水
稻的潜力过度开发问题更加突出，其潜
力开发系数在最低的 20%的县平均达

到 0.89，在最高的 20%的县平均高达
1.57；小麦潜力开发系数在最高的 20%
的县也达到 1.03，存在过度开发问题。
不同粮食作物潜力开发水平的差异突
出，这表明，以口粮作物增产为导向的
政策也导致了口粮、饲料粮在资源潜力
开发水平上的不平衡。

2、潜力开发呈现“高潜低用，低潜
超用”问题。

从主要粮食作物在全国 2356个县
（区）的潜力开发系数的分布可以看出：
各作物潜力开发水平都与单产潜力呈
反向关系，存在高潜力地区潜力开发水
平低、低潜力地区潜力过度开发问题。
按单产潜力将所有县分组，玉米潜力开
发系数在单产潜力最小的 20%的县平
均达到 0.85，在单产潜力最大的 20%的
县平均仅 0.60，大豆、小麦、水稻也呈类
似分布特征。总体来看，“高潜低用”问
题主要集中在黄淮海、东北及关中平原
等地区，而“低潜超用”问题在云贵川及
西北地区更突出。需要指出的是，各作
物在单产潜力很低的区域普遍存在潜
力过度开发问题。在各自单产潜力最
低的5%的区域，玉米、大豆的潜力开发
系数分别达到2.09和1.13，小麦为1.52，
水稻则高达 3.01。“高潜低用、低潜超
用”问题反映的是粮食生产与资源条件
的错配，这将同时导致产能损失和生态
风险，对饲料粮供给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都有不利影响。该问题的出现更多缘
于政策层面资源配置机制问题，特别是
耕地与农业开发相关的政策问题。

3、饲料粮潜在优势区面临更突出
的实际优势品种与潜在优势品种偏离
问题。

一个区域内潜在比较优势指数最
大的品种是其潜在优势品种，实际比较
优势指数最大的品种是其实际优势品
种，该区域是其潜在（实际）优势品种的
潜在（实际）优势区。从结果来看，水稻
潜在优势区在全国水稻、小麦、玉米、大
豆四种作物所有潜在产区中占 31.6%，
大豆、小麦和玉米潜在优势区分别占
24.6%、26.9%和 16.9%。一个区域的实
际优势品种与潜在优势品种可能偏离，
这意味着生产结构与资源禀赋条件的
偏离，将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实
际优势品种与潜在优势品种偏离是资
源潜力开发不平衡的结果，同时伴随着
口粮品种更严重的潜力过度开发问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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